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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全球事務的複雜化，跨國經濟活動、新科技與

網路的發達，加遽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也使得國際間的相互依賴

愈來愈加深與頻繁，從而大幅改變國際關係之面貌，致使國與國之間的界

線也變得模糊。非政府組織的興起意味著傳統以「國家為國際事務主要成

員」的觀點受到質疑與挑戰，當各國治理範疇逐步縮減時，非政府組織卻

開始填補了政府在國際活動方面的空缺，在國際社會中快速擴張，因此，

在進行國際援助時，若非政府組織與政府之間如能相互協力，應比其中任

何一方單打獨鬥更能發揮加倍的援助效果。

研究發現，早期ODA運作模式以政府為主，雙方援助理念不同，互

動情形不佳。隨著援助需求和政策的改變，NGO在ODA的互動較為頻

繁，在ODA議題上與政府呈現補充關係。由於透過NGO的參與，能夠降

低民眾對以政府為主的ODA之質疑，藉以提高ODA的正當性，故NGO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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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A議題所扮演的角色逐漸受到重視。只可惜，受到宏觀國家利益的援

助理念之影響，日本NGO在ODA議題上充其量僅能扮演中介者角色，卻

難以充分發揮執行者、夥伴者的角色。

關鍵詞： 政府開發援助、非政府組織、援外政策、經濟基礎建設、社會基礎建

設

*　　*　　*

壹、前言

國際社會的結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產生很大的改變。冷戰結束之後，國際

社會顯得變化無常，不但新興國家國內衝突增加，世界各地民族或宗教紛爭

頻傳，甚至引發環保、人權等全球性的公共議題。但受到國家處理衝突與危機

的能力降低之影響，過去以國家為主體的世界觀逐漸受到挑戰，加上全球化與

資訊科技革命的影響，國際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許多議題早已經跨越國際關

係或國內事務的鴻溝，因而給予國際社會中其他複數行動者出現的契機，非政

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NGO）即是在此背景下

有機會活躍於國際舞台，參與國際事務。換言之，當傳統以「國家為中心」或

「國家為國際事務主要成員」的觀點受到質疑與挑戰時，賦予了NGO發展的

機會與空間，當各國治理範疇逐步縮減時，NGO卻開始填補了政府在國際活

動方面的空缺，在國際社會中快速擴張，其所扮演角色與功能自然不容忽視。

研究顯示，NGO早在二次大戰期間即參與國際援助事務。到了1990年代

末期，從已開發的北半球國家釋放出的政府救援與發展經費中，有10%~20%

的金額是經由NGO的管道而用於受援國。許多知名的國際多邊組織，如「聯

合國兒童急難基金會」（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以下簡稱：UNICEF）、世界銀行（World Bank），甚至是官方機構

均倚賴NGO作為執行工作的夥伴，以及相關工作的諮詢者（官有垣、邱瑜

瑾 2003, 56-57）。之所以會如此，乃是因為NGO具備迅速與有效的回應力，

比官方有更強的機動性能力，加上有豐富的實務經驗，若能與之合作，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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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或官方機構單打獨鬥更能發揮加倍的援助效果。

回顧台灣NGO的發展經驗發現，雖然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政府已發覺

運用民間NGO從事援外工作，不僅可以爭取國際友誼，成為政府在外交上的

助力，還可能突破現階段台灣國際地位的困境，但官有垣、邱瑜瑾（2003）

的實證研究卻也同時顯示，政府雖期待NGO從事國際援助，藉以和國際接

軌，然另一方面，相關單位對NGO的暸解不夠深入、資源缺乏整合、援外政

策的不明確以及未能在經費補助、人才培育，甚至是資訊交流平台上建立起制

度性的援外機制等，都是限制我國NGO在國際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

相形之下，日本NGO在數量、規模以及發展時程與我國較為接近，皆是

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發展也落後於歐美，但是日本NGO卻積極活躍於國際

社會，參與各項國際活動。由於該國自1991年至2000年連續十年在政府開發

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以下簡稱ODA）的投入皆為世界第

一，且於1992年制定「政府開發援助大綱」（ODA Charter，以下簡稱：ODA

大綱）以作為該國援外政策，故引發作者的好奇，日本在執行ODA過程中，

NGO扮演何種角色？相較於美國政府國際開發廳（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以下簡稱：USAID）的預算有三分之一是交由NGO

來執行，但日本方面卻不到3%，此種現象是否意味著該國政府與NGO在ODA

議題的互動非常薄弱？NGO在ODA所扮演的角色為何？這些都是本文所欲探

討的問題。

檢閱國內研究發現，台灣有關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以

下簡稱NPO）的研究相當豐富多樣，討論的議題涵蓋行銷、募款、人力資源

管理、法律規範與治理，甚至事業化、社會企業等，無論在理論建構或個案

累積方面都已趨成熟，但有關NGO的研究無論在研究數量或議題方面都顯得

不足。可能是受到近期災害頻傳的影響，國內NGO的研究較傾向災害救援議

題，如郭登聰（2001）、王明仁、藍元杉（2010）、黃忠發、曾政勇、鍾舒

安（2012）等人。也或許是因NGO所從事的服務多為跨國性質，涉及的議題

包括人權、和平、反地雷、環境保護和國際援助等，但這些國際議題卻是我

國NGO較為陌生且不擅長的，相關研究自然也受到限制。以國際援助為例，

台灣關於NGO援外活動的研究成果，早期是一片空白，直到2000年以後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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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有研究陸續出現，如國際援助（官有垣 2002; 官有垣、邱瑜謹 2003; 江綺

雯、章坤儀 2011）、外交事務（謝易達 2001; 林吉郎、王士峰 2001; 毛樹仁、

吳坤霖 2004; 呂慶龍 2003），至於國外NGO的經驗分析則相當罕見，少數如

司徒宇（2013、2015、2018）是以緬甸在地NGO與國際NGO在相關議題的互

動與合作進行探究。另一方面，有關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的研究也相當欠缺，

僅有柯玉枝（2001）、黃建超、郭子瑄（2006）、吳佩殊（2006）、蔡東杰

（2010）、楊武勳（2012）和龔祥生（2017）等少數論文，多集中於國際政

治或東南亞研究領域，藉由文獻整理分析日本開發援助政策的變遷或運作情

形，卻幾乎沒有聚焦在NGO以及觀察該國NGO在ODA議題所扮演的角色及面

臨的問題。

基於上述，為了彌補國內文獻在此研究議題之空缺，本文欲瞭解日本

NGO在ODA中與政府的互動、扮演的角色與面臨的課題。而為達成此研究目

的，在本文中首先釐清NGO的相關概念，在國際社會中的意義、以及和ODA

的關聯；其次，整理NGO與政府的互動理論，瞭解NGO與政府在ODA的互動

模式與類型，分析日本NGO與政府在ODA的互動關係；接著，討論日本NGO

在ODA所扮演的角色與課題；最後，總結上述以作為本文之結語。

貳、非政府組織與政府開發援助

一、NGO的定義

國內談及非營利團體，經常將NGO一詞與NPO混合使用，認為NGO乃是

除了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以外的市民社會組織（司徒宇 2018, 66）。在定義其

特質時，多引用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教授Salamon（1992; 1995）的說法，將正

式性、私人的、不從事盈餘分配、自主性、自願性與公益性視為是判別NGO

的六項標準。

如參考《現代用語的基礎知識》2009年版的解說發現，日本將NGO翻譯

成「非政府團體」、「民間援助團體」，意指「公民的海外協力團體」（轉

引自大橋正明 2011, 30）。而根據日本NGO最大網絡「國際協力NGO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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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NGO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以下簡稱：JANIC）的定

義，所謂NGO是指「在開發中國家從事國際協力活動專業的民間團體」。1 因

此，為解決開發中國家所面臨的問題，而進行協力活動的國際性民間團體可視

為是日本對NGO的普遍認知。

在學術上，雖有部分日本學者和我國學者持有相同的看法，認為NPO與

NGO在實際內容上有相當重疊之處，難以嚴格區分，係指在聯合國憲章第

七十一條中所提及之「除了政府、營利團體或政黨之外的各種團體」（藤田由

紀子 1998; 中村陽一 1999; 斎藤力夫、田中義幸 2001; 臼井久和 1997; 2003; 川

口清史等 2005; 雨森孝悦 2012）。惟此定義過於廣泛籠統，為有別於從事國

內公益活動之NPO，以聯合國專門用語為參考例，將為解決全球諸問題而跨

越國界，從事國際協力的團體稱之為NGO，尤其是指專注於人權、和平、環

境、開發協力、難民救援等議題，而活躍於國際的民間非營利團體（川口善行 

1999; 水野義之等編 1999; 中村陽一 1999; 今田忠 2000; 熊代昭彥 2001; 毛利聡

子 2011），而「國際性」乃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大橋正明 2011, 31-32）。

由以上所述可知，「關心國際性課題、從事國際援助活動」可視為是日

本NGO的一般性定義，其與NPO最大的差異在於，這類組織長期在開發中國

家，從事脫離貧困、解決人權侵害或種族差異、實現和平、自然環境管理、

反地雷、難民救援、教育等國際開發援助。在本文中為了凸顯該類型組織的特

性，以關注議題和服務地域做為區分標準，將關心國際議題且從事跨國援助活

動之團體稱為NGO，而關注國內特定區域問題或福祉的團體稱之為NPO。

二、NGO的角色

不同於關注國內特定議題的NPO，NGO由於關心國際議題且從事跨國援

助活動，通常不會侷限於扮演單一角色，而是經常重疊交錯，難以明確劃分，

但大抵而言，都脫離不了下列幾項角色：

（一）實踐、執行者的角色

這是指NGO無論是接受政府或援助機構的專案委託，提供原本應由國家

1	 資料來源：JANIC網頁，https://www.janic.org/，檢閱日期：202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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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的服務，或是根據組織使命親自提供服務或財貨，皆是扮演實踐、執行者

的角色，如農業型NGO可以提供服務給處於「無法觸及」地區的人民（David 

Lewis/馮瑞麒 2007, 89-90）。以Japan Team of Young Human Power（以下簡

稱：JHP）為例，該組織在柬埔寨境內主要業務內容乃是建設學校、從事教

育支援、志願服務派遣，並且和柬埔寨王國教育省、柬埔寨日本NGO網絡

（Japanese NGO Workers' Network in Cambodia）、縣市地方教育局等在教育方

面共同合作。至於在日本國內則是舉辦啟發活動、國際協力講座和災害救援活

動。

（二）媒介、潤滑者的角色

所謂媒介者是指NGO在組織層面或個人層面，去啟發、幫助或促進其他

角色發展性的變遷（David Lewis/馮瑞麒 2007, 89），也就是藉由組織的非營

利性、非政府性和國際性的特質，扮演「中介、潤滑、移轉、型塑」的角色

（林淑馨 2007, 78）。例如日本的Japan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Center（以下簡

稱：JVC）在柬埔寨設置事務所，原本從事汽車修理學校、母子保健中心等援

助，後來發現因災害或負債而苦的農民越來越多，但受到資訊、人力嚴重不足

的影響，政府的行政機能無法充分發揮，因而轉為推動持續性農業和農村開發

（小島居伸介 2004, 51-52）。該組織期望一方面能協助居民維護當地自然環

境，另一方面可以協助居民達到自給自足的糧食生產目標。

（三）合作、夥伴的角色

由於國家的功能仍有其侷限性，有些不適合政府推動或執行的功能，可

以委由民間組織負責，特別是在較為落後的國家（司徒宇 2018, 72）。此時，

NGO就扮演政府的合作、夥伴的角色。例如在傳統外交關係中，外交官的重

要工作之一乃是蒐集駐在國當地的資訊，以及與當地政府或有力人士接觸。

但若兩國無正式邦交時，NGO在這些國家中即發揮類似外交官的作用，以協

助本國政府執行援外事務、散播母國政府的價值觀或發揮影響力等（林淑馨 

2007, 81）。

三、NGO在國際社會中的意義

二次大戰後，隨著全球事務的複雜化，跨國經濟活動、新科技與網路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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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以及大眾媒體的發展，加遽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也使得國際間的

相互依賴愈來愈加深與頻繁，從而大幅改變國際關係之面貌，致使國與國之間

的界線也變得模糊。

研究指出，傳統國際關係是立基於現實主義（realism）之架構上，所設立

的基本假設有三，分別是：（一）國際體系之結構，決定了一個國家之命運；

（二）國際社會是一個無政府狀態的社會，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弱肉強

食的現實關係中；（三）國家是國際社會的主要成員，因此個人與其他非政府

組織並不能構成國際社會的主要成員（宋學文 2001, 67-70）。換言之，傳統

國際社會視國家為主要成員，其他組織或團體難以在國際社會中受到重視或發

揮影響力。但過於強調國家與政府的官方角色，容易使非官方的角色與功能受

到忽視，顯示上述傳統國際關係的基本假設受到國際環境改變的影響已經逐漸

受到質疑，且觀察近年來國際社會發展的現況發現：伴隨全球社會的形成而跨

越國家的藩籬，其所衍生的諸多複雜公共議題，有些根本無法藉由單一國家之

力量而獨立解決，因此需要尋求政府之外的民間力量，來參與管理與監督公共

事務，也因而給予NGO發展與生存的空間。

理論上用來解釋NGO在國際社會所扮演之角色有下列幾項途徑：第一是

「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該理論指出，在國際政

治中，國家不再是國際關係中唯一的行為者，其他非國家行為者，如NGO等

所發揮的作用也必須重新檢視（姜家雄、蔡育岱 2007, 131；司徒宇 2018, 70-

71）。該理論正視國家以外行為者的影響力，指出隨著國際政治中權力結構的

變化，國家和NGO所代表的權力有顯著不同，前者意味著「強制」能力，後

者則象徵「說服」能力（佐々木博教、梶原晃 2005, 40），間接肯定NGO於國

際社會存在的意義。

第二是「新跨國主義論者」（the New Transnationalists）的功能途徑研

究。該途徑認為在當前國際關係中，非國家的行為者有能力且也應該處理一

些民族國家國內個別面臨的棘手問題，如貧窮、緊急救援等，而NGO推動的

「人們對人們」（people-to-people）的人道關懷，可以跨越國與國之間鴻溝，

進而提出有效的解決或舒緩之道（官有垣 2002, 133）。

第三是從「基本人類需求」（Basic Human Needs）觀點出發，認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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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開發國家主導的援外政策因無法有效解決第三世界的貧窮問題，所以強調透

過NGO的「非政治性」特質，來作為政策執行之媒介，使援助計畫較容易被

受援國接受。也就是說，相較於政府官方援助之僵化，NGO因為規模較小，

在行動上具備充分彈性、操作成本低廉，對於援助對象給予高度人性化的關懷

與重視的特性，再加上長期深入受援國，與當地居民接觸，瞭解該國基層社會

的需求。若由NGO扮演議題倡導或計畫設計與執行的角色，應能與政府建立

起「由下而上」的國際援助互動模式，有助於援助目標之達成（官有垣、邱瑜

瑾 2003, 134; 佐々木博教、梶原晃 2005, 41; Gorman 1984, 46）。  

第四是從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觀點。該論點強調國際社會中

行使權威的主體不再是國家，而是包含NGO、跨國企業等非國家行為者。在

全球治理的架構下，權力是分散的、多元的，是由所有主體者共同分享。因

此，治理概念的出現，代表著處理公共事務的機能不再由政府所獨任，應由包

含企業、NGO在內的民間團體所共同參與，跟政府部門形成一個新的治理格

局。以NGO而言，本身就具有現場援助、收集資訊、政策建言與監督、提升

知識基礎、倡導與遊說、建立規範等多元治理機能（毛利聰子 2011, 42; 司徒

宇 2016, 121-122）。

總結上述，國際社會中NGO存在的重要意義是打破早期國際援助多以外

交政治作為目的，偏重以國家為主體而採用經濟手段的政府援助模式。由於

此種援助模式是由援助國政府自行決定援助項目，受援國僅是被動成為援助對

象，故援助目的容易傾向以援助國利益為優先考量，而非受援國本身的發展。

透過NGO「非政治性」特質和「由下而上」的參與，著眼於受援國公民社會

的建構和根本問題的改善，應能兼顧不同國家社會發展的差異，而這項功能乃

是以國家為主體的政府開發援助所欠缺的。此外，由於NGO強調與受援國民

眾進行直接接觸，容易獲得受援國和當地民眾的信賴，不但可以和當地政府或

草根性NPO合作，還能作為援助國與受援國之間的溝通橋樑，避免援助項目不

符人民需要的窘境發生，提高援助的深度與廣度。

四、NGO與ODA的關聯

NGO與ODA的關聯性，可以下列幾方面來探討：（一）NGO的特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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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述可知，NGO的規模或數量並不大，但卻長期專注於國際議題，深耕開

發中國家，也建立跨國關係網絡，比官方更能瞭解受援國的實際需求與變化。

以日本JVC為例，自1980年就在泰國邊境從事難民援助活動，也是該國NGO中

在柬埔寨從事援助最久的組織，為了協助改善當地農村的生活，教導當地農民

新的耕作方式，並建立互助制度，從而獲得當地居民和在地組織的信賴（小

島居伸介 2004）。由於這類組織具有直接與受援國民眾或地方政府接觸的能

力，因而引發援助國政府的注意。若政府在從事開發援助時，能借重NGO在

資訊與專業知識上的優勢，應能彌補傳統政府外交能力的不足。也因而，日本

政府肯定NGO能迅速因應環境變化的能力，稱其為「面對面的開發協力」，

並於2015年制訂的開發協力大綱中提到，應策略性強化與NGO的協力關係。

（二）NGO的結構困境。李柏諭等人（2009, 135-136）的研究指出，

NGO的經營挑戰除了與NPO一樣之外，還有獲援性、2 競爭性和普及性三項限

制，其中普及性是指NGO通常具有跨國性、區域性或全球性，基於資源的有

限性，無法深入到每個國家社會，甚至連在地民眾對這些組織都缺乏了解，

故知名度遠低於NPO。以日本而言，由於該國並沒有稅賦優惠制度鼓勵民眾

捐款，因此個人捐款並不踴躍。據統計，日本一年的個人捐款只有1,476億日

圓，平均每人僅有1,159日圓（相當台幣322元）。3 加上NGO之間的資源競

爭，經營不易。如能藉由ODA經費來達成組織援助的目標以及增加組織的知

名度，或許可以達到雙贏。

（三）ODA的侷限性。日本從事ODA的時間雖超過60年，還曾連續十年

蟬聯世界最大援助國的寶座，但國際評價始終不如預期。除了在援助手段上，

相較於歐美國家的ODA多以贈與（無償資金協力和技術協力）為主，日本卻

是以日圓借款（有償資金協力）居多之外，日本由上而下的援助政策取向常有

其策略目標，僅是項目或點的選擇，無法深入到受援國的民間。加上負責援

助政策的官僚組織規模相對較小，層級也較低，並未像美國般設有國際開發

2	 獲援性是指國際社會不同於國內社會，並不存在國家層級之上的中央政府，故NGO在
資源困窘時，較難獲得特定政府的補助。

3	 相形之下，美國一年約有22兆4,669億日圓，英國有1兆285億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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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的專責機構，聘用開發援助專家以及海外當地派遣專門員（田辺悟訳 1993, 

70），對受援國需求瞭解有限，經常無法顧及到受援國本身的社會發展差異

等，在在都限制ODA的成效。

（四）強化NGO角色以提升ODA的正當性。以日本為例，1980年代以

前，民眾對ODA有高度的支持，超過七成以上認為應積極進行，但1990年

代後期支持度下降，半數民眾認為維持現況就好，甚至還有認為應盡量減少

ODA支出（山田陽一 2000, 114-115）。為強化ODA的正當性，降低民眾對政

府的不信任感，使民眾參加、理解ODA乃是必要的做法。因此，在2001年3月

由外務省召開的第二次ODA革新懇談會所提出的期中報告就指出，在參與的

時代潮流中，為提升民眾對ODA的興趣及參與程度，必須強化NGO的角色，

意即透過與具有人道主義色彩的NGO合作，可以降低民眾對於以政府為主的

ODA所產生的不良觀感，藉以提高其正當性。

參、日本NGO與政府在ODA的互動

一、日本的ODA與援外政策

（一）ODA的運作

基本上，日本的援外制度是採分權式，各省廳間的分工清楚明確，用以建

構一個以外務省為首，相關部會為輔的援外體制。但實際運作時，外務省、

大藏省、通產省和經濟企畫廳四省廳才是真正握有實權的機構。在四省廳體制

下，執行單位雖橫跨數個政府部會，但絕大多數的預算、立案皆由外務省編列

與建構，並且作為開發中國家申請援助的窗口（田辺悟訳 1993, 5）。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所下的定義，ODA是指「由政府或政

府委託之機構提供給開發中國家或國際機構之援助」，主要目的是協助受援國

發展經濟與改善社會福利（吳佩殊 2006, 114；蔡東杰 2010, 35）。從資金來

源區分，開發協力有ODA（政府資金、其他政府資金（Other Official F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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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OOF））、4 民間資金合作（Private Flows，以下簡稱：PF）及民

間非營利團體贈與三種。ODA的資金來源是政府，運作型態有雙邊援助與多

國援助（援助國向國際組織提供資金，屬於間接性援助模式）兩種類型。雙邊

援助多以「贈與」和「政府間借貸」模式來進行，「無償資金援助」和「技術

援助」（以提供機械設備、派遣專家、開發調查團或海外青年協力隊等方式

進行援助）是常見的贈與途徑。至於政府間借貸則是「有償資金援助」，通

常透過「日圓借款」和「海外投融資」模式提供（樋口貞夫 1991, 36; 外務省 

2020）。

在上述的援助架構下，傳統日本ODA的運作模式是當受援國提出援助要

求後（要求主義），以提出ODA理念或策略的海外經濟協力會議作為指揮

中心，之後由行政機關相關省廳（如外務省、財務省，國土交通省等）根據

區域別、國別提出援助政策企劃，最後再分別交由國際協力事業團（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以下簡稱：JICA）和國際協力銀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以下簡稱：JBIC）執行（廣田奈津实 2008, 

95）。JICA是日本為了貫徹本國的ODA政策所設立的執行機構，用以推動對

開發中國家的協力工作，屬於政府與NGO之間的中介機構，負責無償資金援

助、技術協力（如公共或公益社會基礎事業、農林水產、人力資源等）和海

外協力隊派遣，同時也作為政府與NGO對話或支援NGO活動的重要窗口，5 

用以促進國際協力的發展。至於JBIC則負責日圓借款、海外經濟協力業務，

在ODA的有償資金援助中扮演經濟開發的角色。看似分工明確的ODA運作模

式，實際上卻因官僚政治的影響，各省廳（如外務省、農林水產省等）基於本

位主義和利害關係，在制定援外方針時往往不是考量受援國的發展需求，而是

自身的商業利益、外交關係或國防安全保障，決策過程不透明，也缺乏正當

性，導致援外政策從「援助」變質成「交易」。

4	 同樣是政府出資組織，稱作政府開發援助方的資金。而這些經濟協助的組織，其在條

件上不如ODA優惠或無法滿足作為ODA條件者（楊武勳 2012, 238）。
5	 現改為獨立行政法人國際協力機構。https://www.jica.go.jp/for/ngo.html，檢閱日期：

2021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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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援外政策

二次大戰後的國際政治舞台上，非戰爭性質的酬庸方式，也就是大國提供

各項援助以換取中小型國家支持以達成既定政策目標或貫徹自身國家利益的

情況尤其常見（柯玉枝 2001：32）。因此，「援外」乃成為有用的外交政策

工具，而ODA則是援外政策的一環。以日本而言，戰敗後該國受到「平和憲

法」和「美日安保條約」的限制，在國際社會與外交上所能運用的資源與空間

非常有限，因此，ODA被視為是日本外交政策中重要的途徑，也是重返國際

舞台與提高國際聲望之主要手段。整體來看，日本的援外政策可以分為經濟復

興期（1954~1976年，戰後賠償期）、冷戰對應期（1977~1991年，援助擴充

期）、冷戰結束期（1992~2002年，政策理念充實期）以及911以後（2002年

至今，政策革新期）四期，各期ODA內容以及和NGO的關係可以整理如下：

（多谷千賀子 2000; 山田陽一 2000; 柯玉枝 2001, 33-34; 星山隆 2006, 3-8; 林淑

馨 2007, 110; 蔡東杰 2010, 38-39）

最初日本的對外援助是基於「賠償」心態，以經濟協力形式展開各項交

流，企圖恢復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實際上卻缺乏援助理念，援助的目的乃是

刺激並恢復國內經濟，重視直接經濟利益；加上多數東南亞國家在二次大戰期

間都受到日本帝國主義入侵和殖民地統治壓迫，普遍對日本缺乏信任感，反日

情緒較深，故這段時期ODA成效不彰，而NGO尚處於萌芽階段。

1977年，日本結束對東南亞國家的賠償，開始有較多的餘裕從事海外援

助，援外政策進入系統性擴張時期，ODA也成為全面性外交工具。在有償資

金協力中，日圓貸款逐漸成為援助的主流方式，而ODA的量由於受經常性獲

利的支持，開始急速增加。在此階段，日本援助的區域仍集中在東亞、東南

亞。此時NGO多以從事東南亞開發援助為主，如JVC、JAFS等都是該時期的

產物。但這時期日本處於泡沫經濟，政府傾向大有為政府的思維，NGO的能

力與重要性未被肯定與重視，雙方在開發援助議題上互不干涉，ODA著重經

濟援助，NGO則強調在實質援助和服務供給，兩者在經費面向上並無交集。

1989年以後，隨著援助預算的增加以及日圓急速升值，日本雖成為世界最

大的援助國，卻逐漸降低亞洲的援助比重，企圖轉向提升援助之品質。而為

使民眾了解援助理念，日本於1992年制定「ODA大綱」，以「環境和開發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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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避免援助被用於軍事性用途和助長國際紛爭、維持並強化國際和平安全、

關注開發中國家的民主化，致力導入市場經濟」作為執行原則，
6 而重視環保

問題乃是特色之一。但隨著《財政構造改革法》的實施，1998年度的ODA預

算被刪減十分之一，政府援助體制被迫轉型。再加上同年《NPO法》的制定施

行，改變政府將傳統民間組織視為是「行政補強」的功能，故雙方之間有較多

的互動與合作（如委託），甚至還於1999年將NGO強化計畫正式納入ODA中

期計畫目標。

911以後至今，由於日本國內經濟狀況始終未見好轉，加上日中關係惡化

引發民眾對中國ODA的批評，連帶質疑ODA的透明度與必要性，故內閣會議

決定著手修改ODA大綱，其中較引人注意的是強化政府與NGO的關係。例如

在2010年ODA改革案中提到政府與NGO的合作是不可或缺，應加強與NGO的

對話、協助進行人才培育等，這些改變都顯示出NGO在開發援助的專業已逐

漸受到政府的重視。

二、NGO與政府在ODA互動

（一）NGO和政府的互動理論

一般談論NGO與政府互動之議題時，國內學者引用較頻繁者，應屬

Gidron等所提出之關係模式。該文根據經費與服務輸送的提供作為區分之面

向，而發展出四種關係模式（參閱表1）（Gidron, Kramer and Salamon 1992, 

16-21），其中政府主導與NGO主導模式都偏重其中一方的功能，雙方並無互

動。至於雙元模式與合作模式，前者強調的是政府與NGO各自提供服務，互

不干涉，鮮少有交集；後者乃指雙方各司其職，由政府提供經費，NGO負責

提供實際服務。

6	 ODA大綱，1992年6月30日閣議決定，（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eisaku/
taikou/sei_1_1.html，檢閱日期：2020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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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政府與NGO關係之模式
功能 政府主導模式 雙元模式 合作模式 NGO主導模式

經費提供者 政府 政府與NGO 政府 NGO

服務提供者 政府 政府與NGO NGO NGO

資料來源：Gidron, Kramer and Salamon (1992, 18)。

至於Najam所提出的4C模式，是從目標與手段兩個面向來觀察NGO與政

府的互動。如表2所示，這兩個面向交會可能產生：1. 用相似的手段追求相

似目標；2. 用相似的手段追求不相同的目標；3. 雖追求相似的目標，但偏好

用不同手段來達成；4. 偏好用不同的手段，且追求不同的目標等四種關係模

式。若雙方的目標類似，則其互動結果就可能產生「合作」或「互補」兩種情

形，反之，則是「競逐」或「衝突」（Najam 2000, 383）。

表2　NGO與政府互動之關係模式
目標

手段
類似 差異

類似
合作

（cooperation）

競逐

（co-optation）

差異
互補

（complementary）

衝突

（confrontation）

資料來源：Najam (2000, 383)。

另外，Young（1999、2000）從組織行為的經濟學理論觀點來分析NGO

與政府部門互動模式，而將之歸納為「補充性」（supplementary）、「互補

性」（complementary）與「抗衡性」（adversarial）三種模式。首先，在「補

充性」模式裡，NGO被視為可以滿足政府所無法滿足的公共財貨之需求。當

政府在財貨與服務供給上負起更多責任時，經由NGO的集體手段來解決問題

的需求就相對減少，因此，NGO與政府在經費支出上呈現反向關係。其次在

「互補性」模式裡，NGO被視為是政府的夥伴，透過政府的經費資助，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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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執行公共財貨的遞送。此觀點反映出NGO與政府基於經費，彼此間有正

向的互動關係。最後在「抗衡性」模式裡，NGO督促政府在公共政策上進行

變革，相對地，政府也會透過法律的制訂去影響組織的行為（官有垣 2003, 

17-18; Young 1999、2000）。

總結上述可知，NGO與政府的互動雖具有多元樣貌與關係型態，然而在

開發援助的目標前提下，經費有無、手段異同和行為特質三者皆會影響雙方的

互動。由於合作關係會涉及政府經費補助，前提是雙方目標和手段需一致或類

似。倘若雙方在目標或手段僅有一項目類似，另一項目有差異，則雙方可能產

生互補、補充或競逐關係。當然，若是雙方在目標和手段皆有歧異時，則較容

易形成衝突或抗衡關係。基於此，各國在從事ODA時，若援助國政府功能無

法充分發揮，或是受援國因紛爭或是政治對立難以透過中央政府進行援助時，

就可以考慮透過NGO來達到援助的效果。

（二）NGO與政府在ODA的互動模式與類型

如前所述，NGO是指關心國際性議題，從事國際援助活動的民間非營利

團體。傳統ODA的運作模式是先進國家以國民稅金作為資金，透過該國政府

機關或是國際機關之手，而提供資金或技術給開發中國家的政府機關。開發中

國家的政府機關則運用此資金或技術，來提升本國經濟、社會的開發，以增進

該國民眾的利益。另一方面，若是選擇與NGO合作的話，乃是以先進國家國

民的捐款或會費為資金，經由NGO/NPO直接參與，或是以開發中國家的NGO/

NPO為夥伴，直接提供服務給該國民眾（西垣昭、下村恭民、辻一人 2009, 

315-316）。

如圖1所示，政府和NGO即使面對同一地區相同課題，也有可能因觀點差

異採用不同的途徑來解決問題。根據西垣昭等人（2009, 316）的說法，為了

增強開發中國家的實力，倘若援助方能從多元角度來解決問題，成效較為顯

著，因此政府和NGO在ODA所呈現的關係並非零和而是互補關係。換言之，

NGO的援助對象是具有草根性的民間，在資金使用上較為透明。由於傾向採

用直接、機動、彈性、個別的援助途徑，對參與者而言，容易獲得面對面的感

動。另一方面，ODA則是先進國動員以國家組織為基礎的資源，對開發中國

家所進行的援助途徑，其能發揮的影響不但規模大而且範圍廣，甚至還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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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中國家的政策或制度，對於該國的整體開發援助較具有持續、穩定性。

圖1　ODA和NGO的不同路徑

資料來源：西垣昭、下村恭民、辻一人（2009, 317）。

二十一世紀政策研究所（2000, 7）就指出，NGO對於透過ODA與政府合

作的認知會影響該組織和政府的互動模式，可以歸納為下列三種類型：第一

種是抗拒型NGO。這類型組織將ODA視為是官方產物，即使政府設立NGO相

關補助制度，卻因組織的心理因素或意識形態抗拒而不願提出申請。這類型組

織在ODA初期較多，近來數量減少。第二種是接受型NGO。由於這類組織自

認為有能力可以有效使用經費，並未將ODA經費當作是政府的恩賜，對於接

受ODA經費完全沒有排斥感，反而做好將經費功能發揮到最大的準備。在日

本，這類組織以大型NGO為主，但為數不多。第三種是慎重型NGO。這類型

組織雖然接受ODA經費等補助性援助，但卻仍有「經費來自官（政府），活

動主體是民（NGO）」的認知，而非無條件接受ODA經費。大抵而言，此類

型組織最多。組織之所以會對接受政府經費抱持審慎態度的理由有二：一是

避免政府透過補助金將組織納入政府當局的控制之中，而淪為政府的下游承包

先進國家國民

政府機構

（納稅）

國際組織

政府機構

（納稅）

開發中國家國民

（捐款．會費）

NGO．NPO

NGO．NPO

（捐款．會費）

先進國家

開發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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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二是擔心過度依存政府經費，不僅容易喪失組織的自主性，恐怕也會背離

民眾參與的本意，難以真實反映民意和需求。

三、日本NGO與政府在ODA的互動關係

日本在開發中國家從事ODA的路徑有四：一是政府之間，也就是雙邊援

助；二是日本政府將經費交給受援國，由該國分配給當地NGO；三是日本

NGO接受ODA的補助，在受援國從事草根性經濟社會開發事業，如無償協力

資金、NGO緊急人道救援；四是海外NGO透過日本政府的資金援助在受援國

當地進行小規模計畫，如草根性無償資金協力（西垣昭等 2009, 316-317；毛

利聰子 2011, 63）。除了第一種路徑是以國家為主體，由政府親自執行外，

其他三種路徑都是透過與NGO協力來達成援助目的，JAIC也會視情況給予

協助。若比較以政府為主體的路徑和其他以NGO為主的路徑之差異，除了援

助主體不同外，由政府所執行的ODA，具有較強烈的政治和外交動機，主

要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至於由NGO來執行的ODA，則傾向人道關懷與援

助，旨在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思考受援國民眾的真正需求，無形中也降低政

治性色彩。根據Japan NGO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以下簡稱：

JANIC）所做的調查顯示，日本國內已取得法人格的NGO共有391個，若包

含未取得法人格者，則約有400~500個團體，7 其中JANIC、ADRA Japan（以

下簡稱：ADRA）、Japan Platform（以下簡稱：JPF）、Japan Civil Network 

（以下簡稱：JCN）、The Association of Medical Doctors of Asia（以下簡稱：

AMDA）、日本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 Japan）、日本紅十字會等都屬於大

型、知名度較高、與政府合作經驗較為豐富的NGO。8 整體而言，日本NGO與

政府在ODA的互動關係可以歸納如下：

7	 JANIC每年會對日本從事國際協力NGO進行調查，以瞭解日本國際協力NGO的最新狀
況，但目前最新資料僅到2016年。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150460.pdf#sea
rch=%27%E5%9C%8B%E9%9A%9B%E5%8D%94%E5%8A%9BNGO%E3%83%80%E3
%82%A4%E3%83%AC%E3%82%AF%E3%83%88%E3%83%AA%E3%83%BC%27，檢
閱日期：2021/9/1。

8	 知名度高、大型的NGO未必一定成為ODA的合作對象。由於財務較自主性，有時會因
議題或理念不合，而拒絕參與執行。因此，在ODA上政府的NGO合作對象並非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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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ODA運作模式以政府為主，雙方援助理念不同，互動情形不佳

日本政府自1950年代中期開始對東南亞國家進行賠償援助，至1980年代

的大平正芳內閣止，政策重點都透過援助改善或修補外交關係、確保資源與能

源穩定供給。但因援助目的不明確，以物資供給為主要手段，僅強調「相互

依存」和「人道主義」等模糊概念，被批評為是缺乏理念的援助外交（星山

隆 2006, 10; 段家誠 2016, 49）。在此援助目的下，政府重視國益的現實理念

與NGO強調的消滅貧困、環境保護等長遠目標理想是有所差異，故雙方的互

動關係不但出現競逐，還可能產生衝突，故NGO在OAD所能扮演的角色相當

有限。著名的案例如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NGO在柬埔寨因為政府的農藥援

助和環境規範對立，不惜展開反對運動，公開與日本政府以及因販售農藥而獲

利的利益集團對抗，最後終於迫使政府自1993年開始停止透過ODA對柬埔寨

從事農藥援助活動，不僅在政府制定政策時產生直接性影響，也爭取到政府與

NGO之間增加協議的機會。9

（二）隨著援外政策的改變，NGO與政府在法制面的互動較為頻繁

基本上，國家可以透過立法來建構出一個支持或限制NGO的發展環境，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和NGO就經常保持對立的緊張關係。以此來觀察日本

ODA發現，初期政府雖然不重視NGO，兩者之間的互動多呈現各做各的雙

元，甚至是衝突關係，然隨著援助規模的擴大、日本民眾對政府不信任感的增

加，為了強化ODA的正當性，以及提高援助的效率和品質，該國政府開始著

手修正ODA大綱的內容，重視強化與民間企業或NGO的關係，嘗試建構公私

合作的開發協力體制，將民間企業或NGO納為合作對象，加強與NGO的對話

並參考其意見。具體的作為乃是藉由法制來建構支持NGO發展的友善環境，

包括由政府部門透過財務支援來協助NGO在開發中國家進行活動，如外務省

的「日本NGO合作無償資金協力事業」與「NGO事業補助金制度」；又如設

立日本資訊平台，以作為政府、NGO和企業交流之處，促使緊急援助能迅速

發揮效果；甚或設置位階較高的「國際協力局」，以作為支援NGO的專責單

位。

9	 相關內容請參閱金敬默（2004）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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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政府為了增加與NGO互動的機會，自2002年開始在「NGO

和外務省定期協議會」之下分設ODA政策協議與合作推行委員會兩個小委員

會，將開會的頻率從一年一次提升到一年三次，外務省和NGO可以在這兩個

會議中針對ODA政策以及NGO支援合作策略交換意見。值得注意的是，為提

高ODA的執行成效，並活用NGO長期在開發中國家累積的豐富在地經驗，還

設置「NGO駐外協議會」，增加大使館、NGO和JICA就ODA定期交換意見之

機會，並在外務大臣之下設置「NGO建言小組」，以接受民間的提案，顯示

政府有意透過法制來加強雙方的互動頻率。

然而，儘管日本政府藉由法制面來強化雙方的關係，但雙方的互動以財務

面為主，對於增進實際服務面向的合作較為有限。若檢視歷年來NGO和外務

省定期協議會的會議紀錄發現，
10 會議內容多傾向以政府單方面（如外務省）

的政策宣達或成果報告為主，例如日本NGO聯合無償資金協力的使用成果、

NGO和ODA聯合的中期計畫、NGO事業補助金的問卷調查結果等，雙方較缺

乏在服務供給面的實質互動。

肆、日本NGO在ODA的角色與課題

由前述可知，受到政府援助理念和ODA運作模式的影響，日本NGO和

政府在ODA的互動從過去的各做各的、幾乎無交集的平行關係，發展到近期

NGO的功能受重視，雙方在法制面上才呈現較頻繁的互動關係，顯示出NGO

在ODA所扮演的角色已經有所改變。在本小節中，作者乃針對日本NGO在

ODA中產生的角色變化，以及所面臨的課題進行討論與分析。

一、角色的轉變：NGO中介者的角色受到重視

NGO有資源、資訊、專業知識和豐富實務經驗等優勢，在許多議題上可

以彌補政府能力的不足。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由於當地政府缺乏處理問題和

滿足民眾需求的能力，而援助國政府卻可能因不瞭解該國的文化、風俗和民眾

10	 外務省網頁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min/oda_ngo/taiwa/kyougikai.
html，檢閱日期：202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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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無法提供適切的援助，故NGO可以扮演深入民間社會，協助受援國民

眾解決生活難題的角色，甚至還能進一步協助當地NGO的能力建構，使其有

獨立性和完善的應變能力，凸顯其重要性。

若對照日本ODA的發展歷程發現，早期日本的ODA由於是基於國家利益

優先和戰後賠償思維，「資源」和「市場」的經貿需求是重要的政策決定因

素，所採行的是「援助、貿易、投資」三位一體的援助方式，強調物質和經濟

層面，政府的雙邊援助是ODA主要途徑，NGO所能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功能

自然受限。所以，儘管表面上雙方的目標看似類似，皆是在受援國進行開發援

助，但因實際援助目的有差異，導致採用的援助手段有很大的歧異，不但容易

產生衝突關係，也影響雙方的互動。

然而，隨著國際情勢改變和國家經濟的衰退，日本民眾開始質疑ODA的

必要性與意義，而不清楚開發援助的目的與成效乃是重要原因。由於ODA被

視為是外交政策的一環，但長期以來，日本的外交政策就是由政府和執政黨

領袖（自民黨）、高級官僚和財經界領袖所共同參與的，最終的決策則是以

首相為核心，執政黨、官僚和財經界有力人力各自發揮不同的影響力（林淑

馨 2007, 89-91），加上官僚的本位主義和欠缺民眾的參與，容易產生透明性

和正當性不足的問題，不但失去國人的信任，同時也有違一般認為政府機關與

NGO在ODA政策層面應有密切關係的認知（Kim and Potter 2014, 101）。

因此，為了打破僵化的援外官僚體制，強化ODA的正當性，援外目標被

迫從經濟至上的援助方針轉向導入社會開發觀點以順應國際潮流。在此背景

下，若能透過NGO這種非國家行為者的參與，從基本人類需求和全球治理觀

點出發，建立由下而上的國際援助互動模式（官有垣 2003, 134; Gorman 1984, 

46; 佐々木博教、梶原晃 2005, 41），還可以藉由組織豐富的在地援助經驗、

政策倡議和監督功能（毛利聰子 2011, 42），真實瞭解受援國基層民眾的需

求，彌補政府在社會關懷上的斷層與缺陷，同時扮演團結當地居民，教育居

民的中介者角色，取得當地居民的信任，協助改善根本問題。不但可以拓展

援助的深度與廣度，還能彰顯ODA的透明度並提升其正當性，意味NGO的角

色正受到肯定與重視。值得注意的是，儘管NGO尚未能正式參與日本外交政

策或ODA政策的制定或決策過程，然因NGO對於受援國需求的熟悉度遠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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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故賦予NGO國際協力活動的提案權。凡是被採納的協力案件，因考量

多數NGO規模與執行能力，皆由JAIC和該組織共同完成。如是的改變雖無助

於政策透明度的提升，但卻意味政府對NGO專業與受援國需求的尊重，不但

能提升ODA的正當性，對於長期以本國利益和經濟為考量基礎的日本ODA來

說，可以算是一項突破。

二、 課題一：政府重視短期、宏觀的援助理念與NGO強調長期、
微觀的援助理念相衝突，NGO的角色依然受限

儘管NGO的角色逐漸受到政府重視，但雙方在ODA上仍出現如下的問

題。如表3所示，觀察日本NGO和政府執行ODA援助國名單發現，前十名中有

越南、印尼、泰國、孟加拉、中國、斯里蘭卡六個國家是相同的，顯示NGO

與政府在開發援助之標的國方面有高度的重疊。若能整合彼此的資源和專長，

避免資源重複，應可以達到角色互補的功能，提高整體援助成效。

表3　日本NGO和ODA援助目標國前十名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NGO

援助國
菲律賓 柬埔寨 尼泊爾 印度 泰國 印尼

斯里

蘭卡
孟加拉 越南 中國

ODA

援助國
寮國 越南 印度 印尼 阿富汗 伊拉克 泰國 孟加拉 中國

斯里

蘭卡

資料來源：作者修改及整理自金孝淑（2016, 71）。

然而實際觀察卻發現，或許是受到日本長期以來對受援國的援助都是以

有償資金協力（日圓貸款）為主的影響，同時也直接反映在對ODA的關注領

域。如表4和表5所示，2018年日本ODA的投入領域以經濟基礎建設居多，如

交通、通信、電力等，高達57.3%，超過整體ODA的一半，但其他聯合國開發

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以下簡稱：DAC）國家，如

美、英、德、法卻都是以社會基礎建設，例如教育、醫療等為主。相較於美國

ODA對社會基礎建設的投入占49.0%，將近一半，而日本卻只有15.8%，也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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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DAC平均的36.7%。如表四所示，即使在日本ODA的全盛期（1998年），

該國的經濟建設投入依然遠超過其他國家，呈現極大的差異。經濟基礎建設和

社會基礎建設的差別在於：前者屬於硬體物質設備的投入，需要大量資金與技

表4　主要DAC加盟國的兩國間ODA的領域分布（1998年）
日本 美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義大利 加拿大 DAC平均

社會基礎建設 19.6 35.4 27.8 43.8 42.1 11.8 26.0 30.4 

經濟基礎建設 37.8 7.3 10.9 8.5 11.8 1.1 6.6 17.7 

農林水產領域 9.3 4.1 7.1 6.7 10.7 3.6 3.6 7.3 

工業等其他生

產領域
7.4 9.0 7.2 10.1 13.7 3.6 9.8 9.4 

緊急援助、食

物援助
1.0 14.1 6.7 0.3 4.0 3.8 11.9 6.2 

計畫援助、債

務救濟
24.9 30.1 40.3 30.6 17.7 42.1 42.1 29.0 

總　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外務省《ODA白書》（1999年版）。

表5　主要DAC加盟國的兩國間ODA的領域分布（2018年）
日本 美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義大利 加拿大 DAC平均

社會基礎建設 15.8 49.0 44.9 33.3 33.1 25.3 39.7 36.7

經濟基礎建設 57.3 3.3 7.2 12.8 19.5 1.1 9.8 17.4

農林水產領域 5.9 3.9 10.3 4.4 3.0 4.7 6.4 5.1

工業等其他生

產領域
6.7 4.2 18.5 20.1 12.5 6.5 9.7 10.2

緊急援助、食

物援助
3.5 26.9 3.0 1.5 12.0 10.5 12.9 13.0

計畫援助、債

務救濟
10.9 12.7 16.1 27.9 19.9 51.9 21.5 17.7

總 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開發協力白書》（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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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來從事基礎建設，和民間企業關係密切，
11 有形成果顯而易見，卻是短暫性

的援助手法，對於解決受援國根本問題的成效有限；至於後者強調軟性人文

素養的培育，需花費較長時間觀察基層民生需求，也需借助NGO的網絡與專

業，雖然短時間內成果未必顯著，但長遠來看，藉由提升教育水準與改善人民

健康狀態等作法，卻能協助受援國永續發展，較能展現援助的深度與廣度。

作者認為，造成日本與DAC國家差異的主要因素在於該國的援外政策。

回顧日本援外政策的演變發現：該國初期基於賠償心態和以國益（經濟貿易）

為主的援助目的，本身就缺乏理想性，加上以政府作為援助主體，一般民間

團體很難參與，也不容易發揮功能，NGO未能獲得重視。1980年代以後，

日本的援助理念雖融入人道主義、環境保護等概念，2003年以後也陸續修訂

的新ODA大綱，標榜身為國際社會成員的一份子，需善盡國際社會責任，致

力追求國際公益，但在經濟無法復甦的壓力下為爭取國人對ODA的理解與支

持，以國益為首的援助目的仍是該國從事國際援助的重要考量。只不過，日本

透過ODA的移轉過程追求或貫徹自身國家利益的短期、宏觀援助理念卻未必

與NGO以援助國利益為優先考量，重視培力和永續的長期、微觀援助理念相

符。這可以從過往在教育援助或農業開發議題，都曾出現日本政府與NGO理

念不同而造成衝突或對立的情形而得到印證。
12

三、 課題二：NGO對ODA多保持高度警戒心，與政府呈現補充
性關係

一般認為，NGO對於永續發展、民主推動、醫療衛生等重要國際議題有

深入了解，在專業知識和資訊上有其優勢，能彌補政府能力之不足。特別是在

開發中國家，由於政府缺乏處理民眾需求的能力，促使NGO可以扮演深入民

間社會，協助當地居民解決生活問題的角色，因此日本政府自1989年開始制

定多元NGO相關支援制度，如無償資金協力等，期望提高組織的能力。

11	 2013年日系企業進入東協國家有8,147家，2017年增加到12,545家，成長1.5倍。
12	 相關論述請參閱金敬默（2004）等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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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政府看似積極的做法卻未必代表充分運用NGO的潛力，使其成

為ODA執行者，或是將NGO視為是合作夥伴。如表6所示，若以ODA實力與

日本最為接近的英國以及DAC平均作為比較對象發現：就組織規模而言，日

本整體NGO規模遠小於英國和DAC各國平均。初期日本政府補助金占NGO經

費比例高於英國和DAC平均很多，但近年已經大幅減少，顯示NGO對日本政

府的經費依賴已經從高度變成低度，不但提高組織的財政自主性，更賦予組織

自主運作的空間。

表6　日本和英國NGO援助實績之比較（1998/2006/2012/2018年）

年份 國家

NGO資金

（百萬美

元）

ODA實績

（百萬美

元）

NGO

資金比

政府對NGO

補助金（百

萬美元）

NGO補助金

占ODA比例

（%）

每一國民

NGO援助情

況（美元）

政府補助金

占NGO援助

比例%

1998

日本 203 10,640 － 257 2.4 3.6 55.9

英國 408 3,864 － 111 2.9 8.8 21.4

DAC

平均
5,375 51,888 － 1,037 2.0 7.8 16.2

2006

日本 315 11,136 1：35.3 102 0.9 3.3 24.5

英國 543 12,456 1：23 365 2.9 15.1 40.2

DAC

平均
14,648 104,370 1：7.1 2,008 1.9 18.8 12.1

2012

日本 487 10,606 1：21.8 130 1.2 4.8 21.0

英國 1,025 13,891 1：13.5 222 1.6 19.6 17.8

DAC

平均
30,016 126,949 1：4.2 869 0.7 30.2 2.8

2018

日本 522 10,064 － 103 1.0 4.9 16.5

英國 － 18,103 － 302 1.6 5.1 10.0

DAC

平均
42,070 147,109 － 2,141 1.4 41.8 4.8

資料來源： 作者整理自《ODA白書》（1999年版、2007年版、2013年版）以及《開發協力

白書》（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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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日本和英國的ODA實績雖然差異不大，但日本政府對NGO的

補助金日益減少，2012年甚至僅有1998年的一半，而NGO補助金占ODA的比

率也是呈現下降趨勢，1998年初期還有2.4%，2006年降到0.9%，2012年雖略

為回升，但也只有1.2%，為1998年的一半，到了2018年更僅有1.0%，不但低

於英國，也低於DAC平均，顯示出日本政府與NGO在ODA互動上潛藏的實務

矛盾：亦即雖然該國政府已體認到NGO的重要性，不僅於修正後的ODA大綱

中明文提及，也給予某種程度的補助，甚至將其制度化，但兩者的合作關係並

未反映在ODA議題上，顯示該國政府在執行過程中，並未如ODA大綱所言，

將NGO視為是ODA的合作夥伴，或以NGO來彌補政府在執行開發援助時的缺

口，加上NGO的財務日益自主，雙方呈現補充性的互動關係。

若探究其原因，應與日本NGO規模小，多致力於開發、環境、人權等議

題，和日本ODA關注的經濟基礎建設議題關聯性較低有關。長期以來，日本

ODA型態都是以有償資金協力為主，透過經濟基礎建設帶動本國經濟成長方

式進行，以爭取企業與民眾的認同。在此情況下，NGO所能發揮的角色受到

侷限，當然不及政府或民間企業。再加上多數組織屬於謹慎型NGO，對政府

策略性ODA多保持高度的警戒心並保持距離（大橋正明 2011, 66），這些可能

都是影響該國NGO在ODA議題扮演執行者、合作者角色的因素。

以日本在柬埔寨的初等教育支援為例，NGO在該國所從事的教育支援內

容主要有下列三項：1. 學校設施：重點放在改善教室不足或設備老舊等惡劣

的教育環境改善問題；2. 教育計畫：主要著眼於授課內容或教師知識、技術

不足等教學品質的提升；3. 家庭支援：重視改善兒童的家庭貧困問題（請參

閱表7）。

至於同樣在柬埔寨從事教育支援活動，但卻透過ODA和政府合作的NGO

事業型態則是以學校設施和教育計畫為中心，在2006~2010年總共有14件，

其中無償協力資金10件，草根技術協力4件，前者的事業內容全部都是集中在

興建中小學，而後者則是以圖書館活動普及和教師養成為主（石黑馨 2015, 

15）。若比較NGO在柬埔寨從事的初等教育支援，是否透過ODA和政府合

作，事業形態有何不同時發現：最大差異在於ODA並沒有提供家庭支援服

務，幾乎九成都是與興建校舍校等學校設施有關，即使是近期（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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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是以興建和養成大學為主。換言之，即使日本政府藉由ODA和NGO合

作，援助的重點仍然偏向校舍、圖書館等硬體設備的經濟基礎建設，但NGO

本身則是強調社會基礎建設，也就是所採用的援助方式會考量當地居民或文化

的需求而量身訂做，以長遠培力的角度為出發點，而非僅是國家的利益，此乃

是限制雙方提升互動關係的主要因素。

綜上所述，隨著援助政策的調整與民眾對ODA正當性質疑的增加，日本

政府試圖打破過去在ODA議題上僅由政府扮演主要角色的作法，結合政府相

關部門（如外務省、農林水產省等）、JICA的資源，納入NGO，甚或由其作

為實際執行援助者，藉由組織對受援國深耕的在地特性，增強ODA的透明度

與擴展公民參與的範疇，用以爭取民眾和國際社會認同，
13 這也是今後日本在

從事ODA所面臨的課題。

13	 日本雖於2018年進行上述的改革，但受到2020年疫情的影響，相關ODA活動都暫停，
故改革成效並不明顯。

表7　NGO在柬埔寨進行初等教育支援的內容
學校設施 教育計畫 家庭支援

1. 校舍建設、修繕

2. 桌椅等設備供應

3. 圖書館的維護

4. 廁所、水井的維護

1. 文具的捐贈

2. 教科書等教材的捐贈

3. 圖書的捐贈

4. 定期課程的加強

5. 課外活動的補助

6. 教師養成計畫

7. 校外的教育服務

1. 父母教育計畫

2. 獎學金、學費的援助

3. 女子教育援助

4. 營養午餐的提供

資料來源：石黑馨（201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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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強化NGO在援助體制中的角色

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是，相較於美國將相當額度的ODA預算交由NGO執

行，由NGO扮演實踐者、執行者的角色，同時也是政府在推動援外政策的合

作夥伴。但反觀日本，長期以來由NGO執行ODA預算的比重始終不高。那

麼，該國NGO和政府在ODA議題上是處於何種互動關係？又扮演何種角色？

整體而言，檢視日本NGO在ODA所扮演的角色發現：不同於歐美國家在

決定援助分配是基於利他動機，早期日本因過於偏重商業和策略性利益，援助

目的是取決於國家層次，所以主要是採用政府雙邊援助的ODA途徑。在ODA

執行過程中，過於相信本身有能力處理國際援助問題，以至習於採取「由上

而下」的援助模式，卻忽略NGO與民眾「由下而上」參與的重要性。再加上

NGO和政府在開發援助議題的目標或手段上，經常會有歧異，雙方的互動是

建構在補充或衝突關係上，故NGO累積的援外經驗和政府共享的機會有限，

充其量僅能扮演中介者，致使NGO的角色不明顯。近年來，日本政府為了提

高ODA的正當性，嘗試分別透過財務面（如無償資金協力）和友善環境建構

（如建立資訊平台、增設對話管道、透過JICA給予協助）來強化與NGO的關

係，卻僅是增強在法制面的互動頻率。

事實上，NGO和政府在ODA的互動可以說是一種「既競爭又合作，既依

賴又自主」的關係，亦即兩者具有相輔相成，且可以相互截長補短、相互分工

與支援的關係。法制面的互動雖有助於NGO的健全發展，但卻未能實際善用

組織的特性來彌補以國家為主體的ODA在執行所容易產生的「受援國對於援

助國未必有高度認同，而本國民眾也未必支持ODA」困境。由前述可知，日

本在從事ODA時，若能跳脫以國家為主體的援助模式，亦即在硬體基礎建設

之外，還能讓NGO進入援助體制參與制定和決策，從人道關懷主動來思考受

援國的真正需求，嘗試從多元角度解決受援國的問題，或許能改變NGO和政

府在ODA的互動，使其由「補充」關係轉換成「互補」關係，提升援助的實

質成效。

另外，從本文得知，NGO雖然在特定議題上有其專業知識和資訊上的優

勢，可以彌補政府在從事ODA時運作功能之不足，但實際上日本NGO在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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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上仍面臨兩大課題：一是政府和NGO在援助理念的衝突，前者重視短

期、宏觀層面，但後者關注於長期、微觀面向，而造成雙方在互動時容易產生

衝突與對立。另一則是日本NGO多屬於慎重型組織，對ODA多保持高度警戒

心與距離，以避免組織淪為政府的下游廠商，故與政府在ODA呈現補充性關

係。

 （收件：109年12月9日，接受：111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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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with the complexit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ross 

border economic activities, new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et contributed to 

the increase of human interaction. This also increases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made the borders among countries more and more vague. The rise of 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NGOs) indicated that the concept of “nations as 

the main player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s being challenged. NGOs gradually 

took over government rol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s nations faded away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Therefore,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programs work 

best when the government and NGOs work in partnerships. This would double 

the effectiveness as opposed to either one party working alone.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early ODA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model centers around the government, the concept of assistance is different, 

and the interaction is not ideal. With the need of assistance and policy changes, 

NGO is frequently more involved in the ODA, as well as is complementary 

with the government on ODA issues. NGO participation in ODA will reduce 

public doubt on government role and raise the legitimacy of ODA. Therefore, 

the role of NGO in ODA has a rising importance. However, due to macro 

national interest, Japanese NGO is only able to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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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ead of an executive and/or partnership role.

Keyword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foreign assistance policy,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social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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